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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问题的历史研究·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与伊朗现代化的开端

蒋　 真　 郭欣如

内容提要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是伊朗近代历史上首次全面铺开的早期现代化改革。
承继伊朗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汲取欧洲国家的有益成分,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核心

和主要内容。基于该理念,阿米尔·卡比尔为近代伊朗开创了一种传统—现代混合型的改革

新模式。这种改革模式在政治层面表现为传统波斯治国策论与现代威权主义精神相契合,
在经济文化层面表现为民族工业和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在外交层面表现为

波斯传统对外交往之术与现代独立主权外交理念相融合,在军事层面表现为传统征兵制度

的时代跃进与新式军备技术相结合。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是伊朗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其改

革举措不仅巩固了恺加王朝的统治秩序,实现了波斯传统在恺加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也率

先推动了伊朗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为伊朗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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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传统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和后发性的特点,同时又离不开东方国家自身传

统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 “传统”是经过世代承袭而延续下来的具有稳定性特征的内容,“现代”则
是工业文明诞生后人类社会群体生存方式的整体转变。 伊朗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制王朝统治

政治传统的东方国家,其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包括以下诸要素:君权神授和正义之环的统治理

念;以迪万制①(Dīvān)和行省总督制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分工体系和地方治理制度;以王权和教权互

相竞合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关系模式;以世袭贵族社会和突厥—波斯游牧—农耕嵌合结构②为代表的

社会阶层划分;基于少数族群和教派自治理念的帝国族群管理模式;以波斯和伊朗为中心的天下观

念以及万国臣服纳贡的世界帝国心态。 近代以后,伊朗恺加王朝传统政治和社会结构开始遭到资本

主义殖民扩张和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因此伊朗的现代化进程面临妥善处理传统波斯政治

文化和社会结构与现代西方政府理念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经济之间的矛盾关系。 至 19 世纪中叶,

①

②

迪万(Dīvān),中古波斯—伊斯兰时代中央政府办事机构的统称,可译为“部,部门”。 迪万的含义和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

一定的变化,往往细分为多个不同的部门,但维齐尔(vizīer)一般为迪万的首脑。 迪万是中古波斯宫廷官僚系统的核心组成

部分,在传统波斯国家的制度建设和传承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萨珊王朝时期,伊朗社会是等级制贵族社会,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精英均来自波斯人;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伊朗贵族

社会逐渐解体,仅波斯文士种姓被保留下来。 中古突厥—伊斯兰诸王朝建立以降,军事精英主要来自出身突厥、蒙古人的

王朝统治人群,即居于统治地位的“突厥人”;而政治文化精英来自辅佐王朝的波斯文官集团,即来自波斯定居社会的“塔吉

克人”。 从社会经济结构看,11 世纪塞尔柱王朝以来伊朗社会逐渐形成“突厥人”与“塔吉克人”共治国家的模式,并一直延

续至恺加王朝初期。 “突厥人”与“塔吉克人”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构成中古至近代早期伊朗伊斯兰社会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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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米尔·卡比尔①(Amīr Kabīr)为代表的伊朗早期改革者便站在波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十字路口

之处。
作为近代伊朗从传统的中古伊斯兰突厥—波斯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恺加王朝

的社会转型历来备受伊朗研究者的关注。 该王朝在第四任君主纳赛尔丁(Nāsir al-Dīn Shāh)统治期

间,经历了从被动接受西方影响到主动学习西方文明的标志性转变,甚至被认为是恺加王朝早期现

代化改革的顶峰。 因而,国内外学者在传统的伊朗现代化研究语境中,多将纳赛尔丁朝的首位维齐

尔(Vizīer)②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实践纳入现代化改革的范畴。西方学者莫妮卡·林格(Monica M.
Ringer)认为,纳赛尔丁朝首位维齐尔阿米尔·卡比尔上台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弦更张的举措属于现

代化的范畴;③伊朗学者贾姆西德·贝南(Jamshid Behnam)则认为,伊朗的现代性肇端于 19 世纪初,
纳赛尔丁朝自然被涵盖其中;④卡米亚布·沙赫里亚里(Kamyab Shahriari)甚至将阿米尔·卡比尔称

作是“伊朗现代化改革的开端式人物”⑤。 国内学者冀开运将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纳入伊朗现代化

的开端期,⑥哈全安也指出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开始于 19 世纪 20 年代。⑦ 那么,按照上述说法,阿米

尔·卡比尔应当是一个具备现代性思想的政治改革家。然而,著名学者伯纳德·路易斯( Bernard
Lewis)指出,“伊朗要到 20 世纪才真正开始现代化”⑧;研究伊朗近现代史的权威学者阿巴斯·阿马纳

特(Abbas Amanat)也指出,近代伊朗的现代化要从 1906 年立宪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才真

正开始。⑨ 国内学者王铁铮也认为,20 世纪初才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肇始期。�I0 基于以上学者的观

点,阿米尔·卡比尔改革似乎又并不属于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范畴。实际上,阿米尔·卡比尔作为波

斯上层统治人物,其在近代伊朗展开的早期现代化改革中所融入的波斯传统性因素遭到很大程度的

忽视。 阿米尔·卡比尔所开创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模式,不仅实现了波斯传统与现代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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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尔·卡比尔(Amīr Kabīr,1807—1852 年)是纳赛尔丁朝的首任维齐尔,原名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吉·汗·法拉汗尼(Mīrzā
Muhammad Taqī Khān Farahānī)。 他 1807 年出生于法拉罕(Farahān),法拉罕在当时泛指中古时期伊朗西部地区的波斯伊

拉克(Irāq-ī Ajam),如今位于伊朗中央省(Markazī,波斯语“中心”)。 在成为阿塞拜疆军队首席行政官员后,他被称为“米尔

扎·塔吉·汗·阿米尔·内扎姆”(Amīr Nizām,本意为“秩序的长官”,实际含义为统率恺加王朝新军的总司令),1848 年国王纳

赛尔丁即位后,阿米尔·内扎姆被纳赛尔丁赐名“阿米尔·卡比尔”。
维齐尔(vizīer),中东伊斯兰世界诸王朝高级宰辅官员常用头衔,字面意思是“辅助者、助手”,相当于帝制中国语境下的“宰
相”。 最早出现在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阿布·阿巴斯·萨法赫(Abu Abbas Saffah, 750—754 年在位)统治时期,主要代表

的是君主的意志。 按照职能范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执行大臣( vizier al-tanfīdh),主要负责执行哈里发的政策,另一种是被

授予权力的大臣(vizier al-tafwīd),掌管民政和军事事务,除继承或任命官员外,在行政上享有与哈里发、苏丹和国王相同的

权力。 阿米尔·卡比尔属于第二种维齐尔。需要指出的是,维齐尔与首相(prime minister)不同,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

制国家,首相是国家真正的权力中心,而此时的伊朗恺加王朝的权力中心仍为国王所有,维齐尔的一切权力都由国王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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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是伊朗早期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同时也为伊朗真正迈入现代化阶段提供了必要衔接。 那么,阿
米尔·卡比尔在19 世纪中叶主政伊朗期间进行的一系列内政外交实践究竟具备何种程度的现代化属

性? 他的改革举措是否代表与古典波斯—伊斯兰传统的决裂? 抑或是其改革理念和实践路径只属于

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创新而非指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问题,笔者试图通过

厘清传统波斯政治文化与现代政府和民族国家精神之间的异同,从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核心要

义和实践特征出发,深入探究其改革背后的传统成分和现代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阿米尔·卡比尔改

革对伊朗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意义及影响,从而对他的历史定位有更全面的认知。

一、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形成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全球扩散,世界历史迈入了从前现代社会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的过渡时期,西方殖民扩张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碰撞,文明交往逐步迈向全球化阶段。 19 世

纪后,恺加王朝中央政府对伊朗领土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对外战争接连失利,边疆领土不断被蚕食。
1828 年《土库曼恰依条约》(Treaty of Turkmenchay)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获得进入波斯传教的资格,开
始在波斯创办教会学校。 西方文明对波斯传统社会的渗透全面铺开,①而波斯自古以来的天下中心

观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冲击下逐渐崩溃瓦解。 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

中诞生。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恩格斯在谈到人物思想与时代关系

时曾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

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②19 世纪上半叶是恺

加王朝历史上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世界文明交往格局急剧变化的时代。 英、法等西欧国家通过工业

革命走上了资本掠夺的道路,沙皇俄国在继承了叶卡捷琳娜二世(Ekaterina II, 1762—1796 年在位)
的改革遗产后经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 年在位)的巩固也进入了帝国主义扩张的高

峰期。 在 19 世纪的前 30 年中,恺加王朝与沙皇俄国爆发了两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争的结果均

以恺加王朝的失败以及签订割让伊朗西北边疆大片土地的《古利斯坦条约》 (Treaty of Gulistan)和
《土库曼恰依条约》而告终。 英国为维护自己在印度的利益以建立共同屏障为借口于 1838 年进驻波

斯湾,伊朗北部和南部逐渐被纳入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 开明王储阿巴斯·米尔扎(Abbās Mīrzā)
在阿塞拜疆省进行的军事改革曾给恺加王朝军事力量的复兴带来一线生机,然而 1833 年阿巴斯王

储的溘然长逝又使得改革付之一炬。 1844 年巴布教的兴起与广泛传播在伊朗境内掀起了一系列声

势浩荡的教徒起义,1848 年恺加王朝第三任君主穆罕默德(Muhammad Shāh)的逝世给地方部落和王

室势力的崛起提供契机。 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阿米尔·卡比尔形成其独特改革理念的社会历

史条件。
阿米尔·卡比尔年少时期的生活环境和从政经历,是其深入了解伊朗政府体制与西方技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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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nce Hellot,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Azerbaijani Society (1835 - 1914),” in Robert Gleave,ed. ,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Qajar Iran, Routledge Curzon, 2005, p. 2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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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独特的开放型改革理念的先决条件。 大不里士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最初萌芽之

地,该地区是伊朗西北边陲古都,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其自建城以来就是历代王朝与四方交通往

来的通衢,也是近代伊朗现代主义和政治军事活动的中心,在伊朗东西交通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

位。① 至恺加王朝时期,它不仅成了该王朝培养王储治国理政能力的地方,还是 19 世纪伊朗与外域

势力进行思想和文化交往的军事重镇。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东西方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相互交

融的环境下,阿米尔·卡比尔的思想极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由于幼年师从恺加王储的维齐尔布祖尔格

(Buzurg),阿米尔·卡比尔得以深入了解伊朗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 此后阿米尔·卡比尔担

任地方财政官(mustawfī nezām)的从政经历,令其进一步加深了对伊朗中央与地方财政系统与治理

体系的认识。 这为阿米尔·卡比尔形成植根于伊朗传统政治文化、力图达到以君主专制确保社会各

阶层上下秩序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平衡状态的政治改革理念奠定了基础。
早年在王储阿巴斯·米尔扎身边任职,则让阿米尔·卡比尔第一次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重要性,成为形塑其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理念的重要条件。 阿巴斯·米尔扎是伊朗历史上统治阶

层中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②因长期处在对俄战争的前线,对欧洲文化颇为了解。 他曾在伊朗

阿塞拜疆省进行了聘请欧洲教官编练新军(Nizām-e Jadid)、开办工厂和制造厂等小规模的器物改

革,暂时扭转了伊朗在与奥斯曼帝国战争中的颓势。 这种在军事层面改革获得的巨大成功,给阿米

尔·卡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阿米尔·卡比尔在担任新军总司令(Amīr Nizām)期间所经历的

恺加王朝与沙皇俄国作战的频频失败,使他真切感受到“新军”的战斗力在经历了阿巴斯·米尔扎时

代的辉煌后已走向衰败。他逐渐认识到,恺加王朝恢复昔日荣耀的出路在于重新加强军事力量。③ 而

不久后阿米尔·卡比尔的两次赴俄之旅,则进一步助推了其富国强兵改革理念的形成。 这两次赴俄

交涉给阿米尔·卡比尔的思想带来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施行独立

外交;二是大力发展军事力量。 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热衷于军事且高度专制,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

列“帝国模式的现代化”举措,④创立起了一支统一且实力雄厚的陆军部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张

战争。 在俄国长达十几个月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俄国的两次低姿态交涉,让阿米尔·卡比尔看到了沙

皇俄国对伊朗奉行强硬政策的核心所在,即通过推行新式改革来增强国家力量。
通过 1843—1847 年参与奥斯曼帝国—伊朗边界争端的谈判和交涉,阿米尔·卡比尔直接目睹奥

斯曼帝国向西方工业文明学习的成果,从而使得其在伊朗开展早期现代化改革的理念臻于完善。
1843 年,恺加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因边界的收税问题争端再起,⑤阿米尔·卡比尔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前

往埃尔祖鲁姆(位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参加由恺加王朝、奥斯曼帝国、英、俄四方组成的解决伊—奥边

界问题的四方委员会会议。⑥ 尽管在欧洲大国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伊朗被迫签订第二个《埃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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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姆条约》,但在会议协商期间阿米尔·卡比尔坚定维护伊朗国家的合法权益的立场,以及英、俄为自

身的利益争论不休的矛盾与分歧,均构成阿米尔·卡比尔制衡外交理念产生的原始动因。 另外,在
阿米尔·卡比尔驻留奥斯曼帝国的三四年间,奥斯曼政府正处于坦齐马特(Tanzimat)时代。 阿米尔·卡

比尔亲眼看到了西化改革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系列变化,这成为他思想最终成型的决定性因素。 在

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之前,奥斯曼帝国和恺加王朝面临着相似的国内外形势。 通过坦齐马特改革,奥
斯曼政府“成功解除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军事威胁”①,并在与西欧国家的

交往中开始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在阿米尔·卡比尔看来,既然同为东方国家的奥斯曼政府能够通过

改革维护自身权益,那么与它同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恺加王朝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东方和伊斯兰国家

的政府改革是可行的”②。 由此,阿米尔·卡比尔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理念最终定型。
承继伊朗的传统政治文化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核心。就中央政府的治理体系而言,伊朗

历史上存在的君主统治理念、政府部门分工体系、地方管理制度、政教关系模式、社会阶层划分、帝国

族群管理模式以及世界帝国心态等,都对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具体内涵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

其改革模式与实践路径之中的重要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对象。 由萨珊君主库斯老一世(Khosrow I
Anushirwan, 531—579 年在位)所开创的“正义之环”(Circle of Justice)是萨珊波斯帝国统治的核心

策论,认为“国家的强大依靠军队,军队的强大依靠税收,税收的充裕依靠纳税的农民和农业,而农业

繁荣的保障在于君主的正义统治”③,由此形成一个“君主—农民—税收—军队—国家”良性发展的

逻辑闭环。 经过中古伊斯兰诸王朝的继承与发扬,至萨法维王朝时期,传统波斯社会“正义之环”的
治国理念在阿巴斯一世大力发展国家垄断型丝绸贸易的举措下进一步丰富。 阿米尔·卡比尔作为恺

加王朝时期传统波斯帝国遗产的承续者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开创者,致力于将波斯传统智慧融入其

新型的改革实践之中。 基于此,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理念呈现出以农业税收为国家富强之本、以工

商业建设为财政开源之计、以新式训练为强军之策的基本特征。
汲取欧洲改革的有益成分应用于伊朗的现代化实践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主要内容,其

改革理念本身也是波斯传统文明与欧洲近代文明交往过程中碰撞出来的火花。 阿米尔·卡比尔的两

次赴俄之旅除了给其带来军事现代化改革理念外,也让吸收俄国改革的有益成果成为其改革实践的

重要模式和路径。 根据随行人员的记载,阿米尔·卡比尔不仅主动学习俄语,在与沙皇进行私人会谈

时直接使用俄语与其交流,④还多次参观莫斯科的军事学校和一些工厂,并发出“要是伊朗政府能派

一些年轻工人到这些工厂学习”⑤的感慨。 由此可见,向俄国学习的想法已深刻烙在阿米尔·卡比

尔的改革理念之中。 此后,阿米尔·卡比尔在建设新式军队和发展新兴工业等方面的改革实践主要

以学习俄国为主,⑥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理念。 基于上述改革理念,阿米尔·卡比尔在伊朗近代历史

上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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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改革实践

改革理念的形成是实践的先导。 穆罕默德国王去世后,面对巴布教徒起义的声势浩荡,地方部

落势力的叛乱频发以及英、俄等国的虎视眈眈,年仅 16 岁的王储纳赛尔丁不仅毫无反击余地,甚至

连“从大不里士前往德黑兰继位的路费都没有办法支付”①。 这种混乱的迹象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

的政治人物的出现,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阿米尔·卡比尔由此临危受命,辅助王储登基,被授予维齐

尔兼阿塔贝克(Atābak)的双重身份,成为国王的导师及监护人,从而开启了伊朗历史上的第一次传

统—现代混合型改革实践。
传统波斯治国策论与现代威权主义精神相契合的政治改革。 阿米尔·卡比尔加强集权式的政治

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强化对地方的监管力度。 恺加王朝早期

承袭塞尔柱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官员的职责范围无明显划分。② 这种松散的政权结构③和混

乱的官僚体系不足以管理王朝的辽阔疆域,阿米尔·卡比尔遂建立起一个密探系统对国家各个地区

发生的情况进行监督。为更好地传递中央政令实现有效管控,阿米尔·卡比尔还将政府公文的格式

和语言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规范。④ 二是打击部落势力、镇压巴布教徒起义,以强化中央权威。 在对

待部落问题上,阿米尔·卡比尔极力打压以马立克·贾汗·哈努姆(Malik Jahan Khanum Mahd úlya⑤)太
后为核心的宫廷—部落势力,甚至上书给国王要求其将太后驱逐出德黑兰以对其他部落形成威慑。
与此同时,他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规定各地税收义务并由国家提供军队供养经费,从而削弱传统

伊克塔制给部落贵族带来的雄厚经济和军事基础。 在面对巴布教徒掀起的一连串起义和暴乱时,阿
米尔·卡比尔派军队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并下令将巴布处死。尽管巴布运动并没有因巴布的去世而

结束,但其剩余力量弱小也不足以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三是削弱宗教阶层的权力。 由于不具备萨法

维王室什叶派伊玛目圣裔的血统,土库曼部落出身的恺加君主的合法地位一直都得不到什叶派乌莱

玛的承认。⑥ 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二元并立和相互独立成为伊朗恺加王朝突出的政治现象。 起

初,什叶派乌莱玛与中央朝廷的政治分野并未引起阿米尔·卡比尔的反感,1850 年的大不里士冲突坚

定了他削弱宗教权力、加强世俗权威的决心。 在这场冲突中,一些穆斯林极力宣扬宗教领袖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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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声称大不里士是属于伊玛目的圣城,不受世俗君主的统治。① 为显现世俗政权的力量,阿米尔·卡

比尔开始大幅减少宗教人士的津贴,限制清真寺作为犯罪人员避难所的特权,禁止阿舒拉节中人们

过度夸张的纪念和模仿侯赛因的活动,驱逐大不里士著名的宗教人士以回应狂热的宗教崇拜。 并于

1851 年建立了伊朗第一个世俗学校———技术学院(Dāl al-funūn),设置一些非传统宗教课程,聘请奥

地利、匈牙利教官展开教学活动。 在司法领域,阿米尔·卡比尔曾试图改革司法机构,将伊斯兰教法

文本化、固定化,并制定基本法来发挥世俗法律的作用,由此建立起一个在政府监督下运行的法律体

系,以改变宗教人士主导下的司法系统。②

阿米尔·卡比尔这种强化中央权力的改革符合现代化应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展开的标准,
对伊克塔制度的打破和制定世俗法的尝试,也是其破除波斯传统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体现出传统

波斯治国策论的时代跃进。 但不可否认的是,阿米尔·卡比尔所做出的一系列集权式的举措,根本

目的都是服务于专制君主,而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又是波斯传统政治统治的核心精神所在,镇压巴布

教徒起义能够明显看到其根本政治诉求。 巴布教徒在波斯境内传教之初,并未被阿米尔·卡比尔所

重视,他认为这只是什叶派乌莱玛眼中的异端,任何打压巴布教徒的行动也只是迫于乌莱玛的压力

而进行。③ 从 1849 年开始,巴布教义中的革命性思想愈演愈烈,巴布还在狱中传播建立正义王国的

思想,直到巴布教徒的暴力活动直指国家,才最终引发阿米尔·卡比尔的武力镇压。此外,密探机制的

设立也是对塞尔柱帝国④(Seljuk Empire)君主治国之策的继承。 然而,尽管阿米尔·卡比尔的上述举

措是加强传统帝国集权的必要措施,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构建现代主

权国家的必经之路。 因而,阿米尔·卡比尔加强中央权威的改革既拥有继承波斯政治传统的因素,又
具备了一定的打破传统、推陈出新的现代精神。

民族工业和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的经济文化改革。 在经济领域,阿米尔·卡比尔

先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大幅减少政府人员津贴的发放,随后大力发展本民族工业。 进入 19 世纪三

四十年代后,俄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相继获得在伊朗的贸易和关税特权,⑤在外国商品的冲

击下,伊朗对外贸易格局产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经济结构趋于解体。 阿米尔·卡比尔认为,只有发展

本民族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有效缓解这一危机。⑥ 于是,大批工匠和企业家团体被送去奥地

利、圣彼得堡、伊斯坦布尔等地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内工业也积极模仿和复制外国工业品。 政府

对所有新企业实行免除 5 年税收的政策,还向奥地利和法国购买新型制造装置来提高伊朗本土丝织

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增强与外来商品的竞争力,并在德黑兰组织伊朗本土工业品展览会以促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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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产商品的销售。① 为加快经验和技术的流通速度,阿米尔·卡比尔还在德黑兰的达尔·哈拉法区

(Dar Khalafa)建立了一座大型商队旅馆,以供商人歇息和交流生产经营之道。② 在文化领域,一方

面,阿米尔·卡比尔利用其监督创办的波斯语官方报纸为国家工业发展助力。 在报纸上他多次赞扬

民族工业品的质量,声称“克尔曼省产的披肩质量上乘、堪为表率,甚至可以与英属印度治下克什米

尔产的披肩相媲美”③;后又发表“由于克尔曼生产的披肩质量上乘,以至于需要和克什米尔披肩仔

细区分”④的言论,以此来增加企业家创办民族工业的热情及民众购买本国商品的自信心。 另一方

面,强调波斯历史和文化经典的传布与弘扬。 语言与文字是民族性的重要表现形态,⑤波斯语文学则

是伊朗文明传承与延续的核心载体。 阿米尔·卡比尔主政期间极力提高波斯古典文学的地位。在他

看来,菲尔多西的《列王纪》(Shāhnāmeh)是古代伊朗辉煌历史的见证,波斯民众无论地位高低,都将

《列王纪》视作他们心目中最好的书物。 阿米尔·卡比尔甚至还要求纳赛尔丁国王背诵该著作,以达

到上行下效的效果。⑥ 为进一步加强民众对王朝的认同,阿米尔·卡比尔引进欧洲技术建立了铅字印

刷所,同时出版《时政日报》(Roznāme-ye Vaqā'y-e Etefāqiyeh)宣扬恺加王朝的执政理念,声称“我们政

府的统治一切都是为了臣民的福祉”⑦。 阿米尔·卡比尔还在他所创办的技术学院开历史课程,并
使用波斯语教学,在传播波斯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同时,加强学员的国家认同感。 此外,阿米尔·卡比

尔还组织专门人员翻译西方科学文化著作,在《时政日报》上刊登欧洲书籍中的一些奇闻轶事,并强

制性要求政府人员必须订阅该报纸,以此来打破固有宗教文化对人们思想的桎梏及对西方国家的

偏见。
阿米尔·卡比尔鼓励兴办民族工商业的举措,既是引导国家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又是其

改革具有现代性因素的核心体现,属于早期经济民族主义⑧的范畴。 可以看到,阿米尔·卡比尔在鼓

励创办采矿业、造纸业、玻璃制造厂、铸铁厂等新式工业的同时,也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制

糖厂、印花布制造业等民用工业,充分实现了本土现有资源与新式生产技术的有机结合。 经济现代

化离不开现代工业与现代国家财政,现代国家经济基础从农业变为工业,国家财政收入支柱发生转

移,传统波斯政治文化中“正义之环”的内涵也随之变化。 阿米尔·卡比尔强调发展新式民族工业,便
是将时代因素注入传统波斯管理智慧的一次有益尝试。 从表面上看,阿米尔·卡比尔在文化层面的

改革有利于加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际上这种行为的背后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 时值外国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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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H. Lorentz, “Iran's Great Reform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Analysis of Amīr Kabīr's Reforms,” p. 91.
赛义德·胡赛因·阿塔赫里:《阿米尔·卡比尔改革试析———基于“时政日报”部分文本的研究》(波斯文),《政治学杂志》2013
年第 3 期,第 78 页。
赛义德·胡赛因·阿塔赫里:《阿米尔·卡比尔改革试析———基于“时政日报”部分文本的研究》(波斯文),第 74 页。
赛义德·胡赛因·阿塔赫里:《阿米尔·卡比尔改革试析———基于“时政日报”部分文本的研究》(波斯文),第 72 页。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 页。
王泽壮、畅海桦:《伊朗宪政革命的思想背景》,《西亚非洲》2011 年第 1 期,第 62—63 页。
赛义德·胡赛因·阿塔赫里:《阿米尔·卡比尔改革试析———基于“时政日报”部分文本的研究》(波斯文),第 71 页。
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也称经济爱国主义(Economic Patriotism)或经济民粹主义(Economic Populism),一般

指认为国家干预作用胜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主张由国家控制经济、劳动力和资本的形成,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是

经济应该为民族主义目的服务。 1890—1892 年反烟草专卖运动属于近代波斯典型的经济民族主义事件,而 20 世纪波斯经

济民族主义的代表性实践则是 1953 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 阿米尔·卡比尔建立国内工业体系的措施,旨在抵制西方工业品

的倾销以及为国家近代化军事工业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 此时波斯境内尚未发现石油,故阿米尔·卡比尔所推行的经济民

族主义政策因缺乏强有力的国内经济资源支撑而成效不彰。但阿米尔·卡比尔在任期间仍然致力于在伊朗建立最早的一批

现代化工业体系,故其措施可归纳为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范畴。



世　 界　 历　 史 2023 年第 2 期

士在波斯境内尤其是边疆地区创办教会学校的高峰期,到 1848 年,仅阿塞拜疆一地就有三十多所由

法国创办的教会学校,①他们在当地推广本国的教育,存在分化波斯民众思想的意图,为保证民众对

中央朝廷的向心力,阿米尔·卡比尔不得不进行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活动。总的来说,阿米尔·卡比尔

是一个具有原始的民族主义愿景的反帝国主义者,尽管他君主专制式的民族主义经济文化改革是出

于抵御外国势力渗透的需要,以保证恺加王朝经济结构的稳固和民众对君主统治的认同。 但发展民

族工商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伊朗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并最终走向现代化,而对传统

经典文化的推崇,也对唤醒伊朗人的民族意识最终建立民族国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实现

了推动伊朗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有效衔接。
波斯传统对外交往之术与现代独立主权外交理念相融合的外交方式改革。 阿米尔·卡比尔时期

波斯的外交形式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通过引入第三方力量,以“寻求独立性发展”②的第三国外交( 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③;二是在适度满足英、俄殖民帝国野心的同时,保持两国在伊朗势力均衡的

消极平衡④(negative equilibrium)策略。 阿米尔·卡比尔极力反对外部势力对恺加王朝的干预,他曾

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称:“我们政府的统治不需要任何中介代理人,任何敢于这么做的人都将遭到

惩罚”⑤,并表示“将不会给外国势力任何干预伊朗内政的机会”⑥。 阿米尔·卡比尔开始寻求与恺加

王朝没有直接利益的国家建立关系,并设置专门的驻外使馆,在保证本国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谋求第

三国外交。 1848 年,法国曾试图与伊朗签订获得单方面优惠权的商约,遭到阿米尔·卡比尔的强硬拒

绝,甚至还下令禁止答复法国使者的信函以示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气得法国使臣“愤然离开了德黑

兰”⑦。 在为国家训练新军的过程中,阿米尔·卡比尔选择从对波斯利益没有威胁的奥地利聘请教

官,尽管这一过程遭到英国驻伊公使的百般阻拦,阿米尔·卡比尔仍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寻求独立发

展的原则;⑧在为工业发展购买外国先进设备时,也主要从法国和奥地利等国进口。 由此可见,保护

本国的权益不受外国的侵害是阿米尔·卡比尔展开第三国外交的首要条件。于是,远在大西洋的新兴

势力———美国引起了阿米尔·卡比尔政府的注意,美、伊双方开始尝试建立直接联系。 1851 年 10
月⑨美、伊两国签署《友好、通商与航海协定》(Treaty of 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美国

获得了波斯境内仅有的两条河流的贸易垄断权。 时任英国驻波斯外交大使谢赫认为,美国的这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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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nce Hellot,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Azerbaijani Society (1835 - 1914),” p. 278.
Nikki Keddle, “Iran under the Later Qājārs, 1848 - 1992,” p. 186.
第三国外交(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指通过让渡一些经济利益为诱饵,引入第三方国家来帮助本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富

强。 参见 Rouha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1500 - 1941,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6, p. 203;赵伟明、
杨明星:《论伊朗“第三方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4 期,第 36—43 页。
消极平衡(Negative Equilibrium),指的是当 A 国与 B 国在第三国进行利益争夺时,A 国在某方面迫使第三国做出了利益让

步,第三国为保持 A、B 两国的利益平衡,也在某一方面对 B 国做出类似性质的妥协。 参见 Rouhallah K. Ramazan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1500 - 1941, p. 65。
赛义德·胡赛因·阿塔赫里:《阿米尔·卡比尔改革试析———基于“时政日报”部分文本的研究》(波斯文),第 81 页。
赵伟明:《近代伊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2 页。
Mehdi Mousavi, “France among the Most-Favored Nations: The French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fluence in Iran (1815 - 48),”
Iranian Studies, vol. 54, no. 1 - 2(2021), p. 162.
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第 224 页。
此时阿米尔·卡比尔已基本失去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但整个条约的签订过程是在他的授意和监督下进行,因而仍可以看

作阿米尔·卡比尔外交实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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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待遇不仅损害了英国在波斯湾贸易中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利益,还威胁到了英国在波斯湾的政治优

势。① 最终这一条约在英、俄的强力反对下并未实施。
可以看到,尽管阿米尔·卡比尔试图在外交事务中排除英、俄的干扰,但仍旧无法摆脱纳赛尔丁

时代的恺加王朝在英、俄殖民帝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阿米尔·卡比尔的第三国外交也只能在有

限的范围内展开。在这种背景下,阿米尔·卡比尔在处理英、俄在波斯本土利益的争夺时构建起了一

种消极平衡策略。 1848 年,英国为对波斯湾地区进行渗透,以禁止取道波斯湾贩奴为借口,要求恺加

王朝准许英国稽查可疑船只的特权。 为避免英、俄在波斯利益的失衡引发俄国不满,阿米尔·卡比尔

迟迟不肯答应英国的要求,直到 1851 年阿米尔·卡比尔领导的恺加政府就阿舒拉代岛事件对俄国撤

换马赞德兰总督的要求进行妥协之后,才准许了英国在波斯湾的权益。 这种以妥协的方式来实现伊

朗与英、俄的等距离外交,构成了阿米尔·卡比尔外交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极平衡和第三方外交策略,是弱国在两个强国夹缝中生存时的常见策略。 阿米尔·卡比尔力

求保持恺加王朝独立地位以实现自主外交的做法,从客观角度分析,与现代化要求独立自主的外交

理念相吻合,推动伊朗融入世界交往体系之中。 但这种对外交往策略在古代中世纪的萨珊王朝、伊
儿汗国、白羊王朝和萨法维王朝时期就已有所体现。 萨珊王朝联合突厥人消灭嚈哒汗国以及联合阿

瓦尔汗国进攻拜占庭帝国、伊儿汗国联合基督教世界对抗马穆鲁克王朝、白羊王朝联合威尼斯共和

国对抗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联合欧洲基督教世界对抗奥斯曼帝国以及阿巴斯一世联合英国驱逐

荷兰收复霍尔木兹等案例就是典型的“远交近攻”战略。 从波斯自身世界观念来看,这也是一种“以
夷制夷”的外交思想。 恺加王朝时期虽然和古代中世纪大不相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制衡外

交的基本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面对两大国的无理要求时,阿米尔·卡比尔做到了

维持英、俄在波斯势力范围的微妙平衡,并努力达到利益损失的最小化。 但仍可以看到,卡比尔引入

第三国势力对现有力量进行钳制的做法大多是在英、俄不关切的技术、教育等领域展开,一旦与它们

的势力范围挂钩,阿米尔·卡比尔便只能受制于人。由此可见,阿米尔·卡比尔时期恺加王朝制衡外交

实践也存在着文明交往领域的片面性和文明交往方式的被动性。
传统征兵制度的时代跃进与新式军备技术相结合的军事改革。 在阿米尔·卡比尔成长的年代,

他亲眼目睹了恺加王朝在与俄国进行两次大规模战争时的失败,也看到了奥斯曼帝国在经过马哈茂

德二世(Mahmud II, 1808—1839 年在位)的军事改革后对恺加王朝的强硬态度。 这些经历使他认识

到,军队代表一种强硬力量,可以维护国家内部秩序稳定和外部交往独立,“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
没有恺加王朝的延续”②,强化和发展军队力量能够为恺加王朝打造一个稳固光明的未来。 阿米

尔·卡比尔的军事改革主要包含以下层面:一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制造新式武器装备。 19 世纪初,
恺加王朝在军事上处于“十分糟糕”③的状态,部队缺乏专业的纪律训练,远征作战能力弱,军备武器

也十分落后,甚至连实用的重炮都没有。④ 为增强军队实力,阿米尔·卡比尔开始从法国、奥地利等国

大量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雇佣专门的军官教授和指导武器的使用,并在伊朗建立了多个现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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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厂来实现武器自足的目标。 由于恺加王朝士兵大多来自部落,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部落

作战的传统,不能满足近代战争对热武器使用的需要,为此阿米尔·卡比尔还在德黑兰建立的技术学

院设置了军事工程、军事战略与演习等课程,严格按照欧洲的纪律对士兵进行训练,并派遣学校中的

优秀分子出国留学,以培养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 他还组织专门人员将欧洲的一些军事书籍和文章

翻译成波斯语,来提高军队的战略战术执行能力。 二是改革征兵制度,拓宽军队来源。 阿米尔·卡比

尔改变以往以部落为单位提供兵源的形式,要求各省区按照缴纳的税额的一定比例确定征兵数额,
实行终生服役制,并致力于打击征兵时出现的一些腐败行为。 阿米尔·卡比尔政府规定士兵的军饷

由朝廷专职部门直接发放,以打破过去士兵只认部落首领不识中央政府的局面。 与此同时,阿米尔·卡

比尔还开始吸纳少数族群加入恺加王朝的军队当中,实现军队来源的多元化。 据统计,到 1851 年这

支多元化的军队已拥有在册士兵 13. 7 万人。①

军事现代化要求现代国家建立常备领薪军队和普遍义务兵役制,引入西方新式武器、训练和战

术,削减部落军事力量,同时建立相关工业体系支撑。 阿米尔·卡比尔的军事改革符合近代国家在受

到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试图通过器物层面的革新来恢复民族独立的历史逻辑,阿米尔·卡比尔也被

伊朗学者认为是“伊朗现代化军事改革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②。 这种在异族入侵背景下诞生的现

代化军事思想,属于防卫型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案例,也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典型特征。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阿米尔·卡比尔在军事方面的许多变动都与加强政府对军队控制力的思想环

环相扣,创建多族群部队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早在塞尔柱帝国时期就使用过将建立多种

族部队作为加强军力的良方。③ 因而,阿米尔·卡比尔的军事改革既是在沿着现代化道路行进的同

时,也存在波斯帝国传统治军之策的某种回归。
此外,在对待非穆斯林的态度上,阿米尔·卡比尔保持极为宽容的态度。他要求凡涉及非穆斯林

的案件都需由中央政府进行审理以保公正,还极力改善与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商人之间的关系,谴责

穆斯林的反犹情绪,并“尽其所能地保护”④犹太人。 对于基督徒、祆教徒等少数族群,阿米尔·卡比

尔也释放出了极大的善意,允许他们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 他的这种少数族群平等观与现代化的平

等思想相近似,但更确切地说,这种平等思想又与波斯的传统正义观相吻合,即要求统治者施行公平

正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还是宗教信仰领域,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均存在

着“传统—现代混合型”实践特征。 通过实践表达出来的改革理念大多是以维护中央政府权威为根

本出发点,几乎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权柄下移、建设工业社会的目标相背离。 而他的不同族群信仰

平等、外交独立和军队组织制度化的理念又似乎与现代化强调平等、自由、科学的精神相吻合。 因

而,无论是从波斯传统还是现代精神的层面审视,阿米尔·卡比尔改革既非传统波斯帝国治国方略的

简单延伸,又非一味模仿欧洲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波斯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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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混合型”改革的成效

阿米尔·卡比尔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实践,在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而阿米尔·卡比尔本人在大多数伊朗学者的研究语境中亦被当作是“民族英雄式的存在”①。 他

所开创的传统—现代混合型发展模式,在保持旧有国家机器、维系波斯传统政治统治特征的同时,
创造了恺加王朝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过渡形式,引领伊朗真正迈入了向现代化转型

的时代。
从对波斯传统层面的影响而言,阿米尔·卡比尔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实现了对波斯传统治国

方略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了古波斯帝国在民众心中的威望,增强了恺加王朝的身份认同。
其一,提倡各族群平等的宗教宽容政策,贯彻了传统波斯正义统治理念,又实现了该理念在恺加

时代的创新。 恺加王朝开国君主阿迦·穆罕默德(Agha Mohammad Shāh)在立国之初就已明确将正

义理念作为王朝统治思想,②该理念是居鲁士大帝留给波斯历代统治阶层的重要政治遗产。 基于这

种理念,伊朗统治者必须履行公平正义的原则,解决民众的冤情并与之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

系。③ 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理念在恺加王朝初年并未完全落实。 阿米尔·卡比尔主政后这一治

国传统得以承续,在正义思想的指导下,恺加王朝非穆斯林群体的不平等地位得到改善,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外国势力因保护基督徒问题对伊朗内政进行干预的借口。 在阿米尔·卡比尔创建的新式常

备军中,“第一次形成了分别由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军团。”④凭借这支多元化军队,恺加王朝成

功镇压了萨拉尔(Salar)起义、马什哈德动乱以及声势浩荡的巴布教徒起义,这不仅缓解了纳赛尔丁

国王上台初期的社会失序状态,还极大地改变了恺加王朝常年依赖部落军事力量维系统治的局面。
而这种将少数宗教社团纳入军队,甚至“从少数族群中挑选部分军官”⑤的做法,也突破了恺加时代

非穆斯林不得担任帝国高级官吏和在军队服役的传统建制。
其二,通过引进新式印刷技术和推崇波斯语,使得波斯历史和传统文化经典广为传布,极大地推

动了传统波斯文学的复兴。 在 19 世纪这个外国势力渗透、国内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阿米尔·卡比

尔对波斯文学巨著《列王纪》的推崇和传诵,无疑“重新激活了民众对前伊斯兰时期波斯的记忆”⑥,
成功将波斯文学传统与治国理念连接起来。 一方面,阅读和引用这些赞美古代伊朗贤君圣主和英雄

勇士的文本,可以重新表达恺加王朝对古代伊朗文明遗产的认同,强化了波斯民族恢复古代伊朗“被
遗忘的辉煌历史”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引发了伊朗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化与前伊斯兰遗产的同

构性想象。 他们认为,欧洲礼仪和文化是从古代波斯人那里挪用过来的,而所谓的“新军”也只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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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在被阿拉伯人征服后遗忘的军事组织,欧洲人是因为模仿了古波斯才拥有了强权。① 此外,模仿

《列王纪》的古典文学形式也成了当时文化创作的重要风格,菲尔多西作为“伊朗民族诗人”的形象

在 19 世纪的文化和历史发展中开始重塑。② 而这种菲尔多西式的文学复兴,又为 20 世纪巴列维政

权将菲尔多西政治圣化为“波斯民族千古第一诗人”奠定了基石。
其三,阿米尔·卡比尔的集权式改革带来了纳赛尔丁统治时期政权结构的适当调整。打击部落实

力、平衡政教关系的政治实践使得游牧部落不再成为支配国家政权的主要力量,乌莱玛阶层对恺加

王朝教育和司法的控制程度也明显降低。③ 大维齐尔领导下日益专制的集权举措对乌莱玛在国家政

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它破坏了恺加王朝传统政治制度下国家与宗教阶层虽相互独立但

彼此协作的状态,使得维齐尔成了威权和政府的实质中心。 尽管阿米尔·卡比尔加强集权的举措本

意是为了稳固恺加王朝的统治,但大维齐尔高度集权之下的君主统治权式微局面,让纳赛尔丁国王

开始尝试调整传统制度下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以期强化君主权力。 在阿米尔·卡比尔当政时期,纳赛

尔丁就曾提出将政治权力一分为三的设想,规定和划分维齐尔的职责范围,将内政事务交给努里,外
交权交由国王自己掌控,而阿米尔·卡比尔则掌握部分军权,“这是纳赛尔丁时代打破波斯传统制度,
实现政府机构合理化的第一次尝试。”④1858 年,纳赛尔丁再次尝试将政府划分为包括司法、财政、外
交事务等六个部门,每个部门都由部长直接向国王单独汇报工作;1859 年又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咨政

议事团来分割权力。⑤ 虽然纳赛尔丁有关调整政权结构的举措因种种原因大多并未持续下去,但足

以看出阿米尔·卡比尔的集权之举对恺加王朝后期政权结构沿革的影响。
从推动伊朗现代化进程层面而言,阿米尔·卡比尔的内政外交举措促进了恺加王朝的经济、社

会、外交、文化朝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伊朗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历史积淀,可谓开启了伊朗早期

现代化的征程。
首先,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伊朗经济结构的转型,新兴社会阶层开始出现。 一方

面,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带来了贸易额的迅速上涨。 据统计,到 19 世纪中叶伊朗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500 万英镑,是 19 世纪初的 3 倍。⑥ 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甚至还能够向外国出口产品。 据估计,
19 世纪 50 年代,伊朗的出口商品中有约三分之一输往俄国,近一半是输往英国,⑦极大地改变了恺

加王朝初期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商品的对外贸易格局。 另一方面,民族工业的振兴也有效推动了国

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为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有机力量。 经济作物的引进促使农产品商品

化,城乡之间的联系加强,恺加时代传统社会结构的不同阶层在社会人群的流动中开始发生变化,逐
渐打破族群、宗教和地域的隔阂。 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因无力与大商人和西方资本竞争开始丧

失经济独立地位,沦为雇佣劳动力。 至于富裕的大商人则去到乡村购置田产、进行投资,进而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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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地主阶层的重要来源。① 尽管此时传统社会群体诸如农民、手工业者、贵族仍然为伊朗社会阶层

的构成主体,新兴阶层亦开始登上近代伊朗的历史舞台,并在恺加王朝后期的现代化政治变革中成

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之一。
其次,建立独立的常驻外交机构,促进了恺加王朝由伊斯兰王朝体系融入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之

中。 阿米尔·卡比尔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时的独立自主意识,给纳赛尔丁统治初期带来最大的收获

就是展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自主外交。 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国家意识要求明确的边界领

土观念,并以之取代模糊的族群中心主义和波斯人长期固守的“伊朗天朝上国” (Dowlat-e Aliya-ye
Iran)观念,而阿米尔·卡比尔在处理奥斯曼与伊朗边界问题时做出了尽量减轻损害国家利益的明智

妥协,从而实现了奥斯曼帝国与伊朗数百年恩怨的暂时缓解,有力地推进了伊朗外交观念的现代化

进程。 通过设驻外使馆,伊朗实现了与其他国家政府的直接交流,进一步推动恺加王朝从传统的王

朝外交向现代主权国家外交模式转变,在更好地维护了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减少了英俄左右伊朗内政

的机会。 此外,实施引入第三国力量的制衡外交政策,使得伊朗能够成功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纠葛

掌握一定的外交自主权,同时也重新打造了伊朗的独立外交取向。 纵观阿米尔·卡比尔时代的历史

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恺加王朝几乎没有与外国势力发生大的摩擦,连阿米尔·卡比尔自己也认为他所

做的努力“恢复了恺加王朝的威望”②。
再次,阿米尔·卡比尔的内政外交改革催生了近代波斯的主权意识,而这种主权观念又对现代伊朗

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阿米尔·卡比尔高度集权的作风改变了恺加王朝初期内政的松散局

面,中央集权制得以稳固,从而为伊朗国家主权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政府扶植的民族工商业在一

定程度上成了民族利益的代表,通过在报纸上宣传本民族产品、设置全国性商站将国家市场与民族经

济联系起来。 《列王纪》和波斯传统正义思想在社会的进一步传播和阅读,也促进了伊朗民族意识的觉

醒。 在他们看来,“菲尔多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告诉我们波斯是伟大的,他让我们懂得我们不应向

俄国和英国屈服,我们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③可见此时伊朗青年心中呈现出了一种捍卫国家尊严的

家国情怀。 “所谓民族国家,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二是具有统一的民

族阶级利益,三是拥有同质的国民文化,四是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五是必

须为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④尽管阿米尔·卡比尔所作出的努力并不能如数符合以上这些特征,但他

的改革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恺加政权中央集权化、民族文化同质化和国家主权意识的形成。
最后,阿米尔·卡比尔留给伊朗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遗产便是作为“伊朗立宪革命思想的精神先

驱”⑤而存在。 阿米尔·卡比尔通过技术学院派出大量留学生,为伊朗现代知识分子培养了骨干力

量。 他们在归国后成为近代伊朗第一代知识分子,大多从事教育工作成为伊朗社会“思想启蒙的导

师”⑥,使得进步思想得以延续,知识分子阶层亦逐步壮大;而另一些进入政府任职的留学生则进入

了恺加王朝后期的统治阶层,成为恺加王朝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中坚力量。 被称为“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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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之父”的米尔扎·马尔库姆汗(Mirza Malkum Khan)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在阿米尔·卡比尔

的要求下去学习西方政治科学,以便其回国之后帮助阿米尔·卡比尔施行改革。① 尽管这种意图随

着阿米尔·卡比尔的去世戛然而止,但马尔库姆汗仍旧继承了他政治思想的遗风,回国之后先是通过与

大维齐尔米尔扎·侯赛因汗(Mirza Hosein Khan)的好友关系向其施加改革影响,侯赛因汗的许多改革措

施都与阿米尔·卡比尔的政治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处。1890 年,马尔库姆汗创办《法律》(Qānūn)报刊宣

传宪政改革思想,为 1906 年伊朗立宪革命的爆发做了思想上的动员。② 可以说,正是有了阿米尔·卡比

尔最初的思想引导才有了后来马尔库姆汗对立宪思想的宣传。此外,阿米尔·卡比尔禁止阿舒拉节的崇

拜活动在乌莱玛和群众的联合抗议下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乌莱玛认识到自身作为独立宗教力量在

参与伊朗政治中的重要性,这为乌莱玛阶层最终成为立宪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积累了政治抗争经验。
总体而言,阿米尔·卡比尔依托其改革为稳固纳赛尔丁朝初年恺加王朝的统治取得了立竿见影的

成效,也为后来 19、20 世纪之交伊朗爆发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奠定了许多将会长期发挥作用的政治、
社会和思想基础。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在承继波斯传统和汲取现代精神之间扮演了关键的桥梁和过渡作

用,开创了伊朗早期现代化改革的新模式,是恺加王朝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结　 语

在伊斯兰文明和延续数千年的古波斯文明的浸染下,伊朗的现代化路径显现出不同于其他伊斯

兰国家的独特性。 古代波斯文明的核心特征是世袭贵族社会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礼法和世界观,而
伊斯兰—波斯文明的特征则是波斯技术官僚与突厥军事贵族的二元政体、萨珊式的君主公平理政传

统,以及灵光福运的天命观与什叶派的正统观、殉教观和末世救赎观的结合。 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

思想和实践在继承传统波斯政治文化和治理理念的同时,迎合伊朗的伊斯兰化特征,通过引进西方

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想,为伊朗开启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 族群平等、信仰自

由、技术发展、军队组织化等现代性因素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具备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但其间也存

在保持旧有国家机器、维护和发展波斯传统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 因而,卡比尔的改革举措可以说

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局限性与开创性同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率先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进入了强势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的高峰期;与恺

加王朝面临相似命运的东方国家纷纷展开救亡图存的早期现代化改革,诸如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

运动、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等。 相较而言,尽管阿

米尔·卡比尔改革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其改革时间却十分短暂,甚至直接导致了阿米尔·卡比尔的

倒台,因而就改革本身而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基础薄弱,没能有效团结社会各阶层。 通过政教平衡举措,阿米尔·卡

比尔虽成功使得世俗权力在司法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但他在适度压制什叶派乌莱玛阶层政治权力的同

时,又忌惮宗教阶层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不愿意触及其经济基础,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宗教阶层的地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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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使其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 经济领域的民用工业建设虽稳步推进,但并未真正惠及民众、推动社

会群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因而不能引起广大伊朗民众的共鸣。 另外,阿米尔·卡比尔的族群平等观念虽

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观念和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官方文件《花厅御诏》(Gülhane
Hatt-ι Hümayunu)关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权利义务平等理念的影响,但仍然没有脱离以传统波斯正义

统治理念来维护社会各阶层既有秩序的基本框架,因而没能团结凝聚恺加王朝治下各少数族群和教派。
第二,阿米尔·卡比尔从始至终未能及时培养和提拔起一支改革团队,纯粹依赖个人权威推行改

革。 传统波斯官僚制度虽然发达,但长期存在世袭官宦门阀的弊端,而现代文官制度需要现代教育和

选拔制度的支撑以实现行政权力的科层化。 阿米尔·卡比尔建立技术学院专注于培养新式工业和现代

科学所需的专业人才,但新兴人才的培养周期过长,无法即时委以重任,对现有文官的选拔和培养却因

此被忽略。 故而卡比尔在政权内部缺乏基层行政官员的帮扶,未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改革势力,改革在很

大程度上只是其一人的单打独斗。 而阿米尔·卡比尔通过消极平衡和引入第三国势力求得的外交自主权,
虽然一度被运用得游刃有余,但也直接导致了他本人被各方势力抛弃的凄凉结局。 此外,阿米尔·卡比尔

主政时期曾一度掌握军权,但其并未在军队培养自己的力量,以至于在相权被剥夺时无力抗衡。
第三,阿米尔·卡比尔的倒台绝非实行现代化改革操之过急树敌过多所致,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

政治经济原因。 突厥和波斯传统都有贵族辅政,宰相出身显赫家族。 古典波斯传统中宰相的角色是

辅助君主执政,而非权臣。 在伊朗历史上,权臣式宰相善终的局面并不多见,原因往往在于其对君主

绝对权威的侵蚀和挑战。 阿米尔·卡比尔执政前期基本遵循了突厥—波斯传统,但是他后来走向过

度集权削弱君权,背离了波斯传统君臣关系,使得维齐尔成为了威权和政府的实质中心,促使纳赛尔

丁国王在后期选择站在由土库曼部落—王室贵族—什叶派乌莱玛组成的反阿米尔·卡比尔联盟阵

营,并颁布了十二条诏书对阿米尔·卡比尔的权力进行限制,默许并推动了阿米尔·卡比尔的倒台。①

但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纳赛尔丁国王并没有全然放弃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举措,甚至借阿米

尔·卡比尔之手实现了自己的权力集中。
综上所述,维护波斯传统文明与学习西方现代精神构成了阿米尔·卡比尔早期改革的主要特征,

这些政治实践则表现为对恺加王朝的秩序进行重组和规范化。 尽管这其中包含了一些现代化因素,
但不可否认的是,维系恺加王朝的专制统治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构成了卡比尔

改革理念的核心。 阿米尔·卡比尔也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恺加王朝的君主制奠定基础。②然而,
从客观层面而言,阿米尔·卡比尔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实践,确实为波斯政治由传统封建王朝向现

代国家转型提供了一个连接点。 因而,阿米尔·卡比尔所开创的波斯传统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的改革

模式及其取得的成效,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更大程度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阿米尔·卡比尔的历

史贡献在于,作为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懂得让近代伊朗国家独立发展民族政治经济力量的重

要性,为近代伊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路径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 19—20
世纪伊朗立宪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文作者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郭欣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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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Zhen and Guo Xinru, Amīr Kabīr's Reform and the Initiation of Iran's Early Modernisation

Amīr Kabīr's reform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early modernisation in Iran's modern

history. Inheriting from the Iranian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absorbing beneficial elements from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re the core and main contents of Amīr Kabīr's reform idea. Based on this idea,

Amīr Kabīr initiated a new model of traditional-modern hybrid reform for modern Iran. This reform

model is embodi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ersian state-policy and modern authorisation

spirit at the political level,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revival with

modernisation at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level,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ersian traditional foreign

exchange skills with modern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diplomatic ideas at the diplomatic level,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onscription system with new armament technology at the military level.

Amīr Kabīr's reform is the beginning of Iran's early modernisation. His reform measures not only

consolidated the ruling order of the Qajar dynasty, but also realised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Persian tradition in the Qajar era. Furthermore, it took the lead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ran's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isation and provid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modernisation process of Iran.

Song Shilei,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in

Modern Japan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introduced foreign technology to develop its industry and finally

realise the industrial modernis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Japan

did not follow a simple linear evolution pattern while examining Japan's industry deeply. Especially for

industries with relatively mature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raw silk industry and the tea

industry,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absorpti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and local creation revealed

the features of practicality, originality, progressiveness, and applicability.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tea industry presented the path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and experiment of tea varieties, the reform and invention of tea harvesting

methods, and the creation of green tea machinery. Furthermore, the Japanese tea industry continuously

absorbed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while keeping its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ccordingly, the

Japanese tea industry completed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realised historical chang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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